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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言学研究

定 位 与 谱 系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 “解构”及其意义

李 无 未

［摘 要］一百多年来，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是世界

汉语音韵学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的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内涵需要借助台湾汉语音韵学取得
的成果来丰富、完善。中国大陆学界还很少有人去“解构”它，台湾学界也很少有人能够正确看
待它。因此，着眼于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期与特点，全面盘点通论、理论与方法、语音史与方音、

语音比较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梳理出学术谱系脉络，通观其中国文化母体意识并给以东亚视阈学术

史定位，肯定能为思考中国大陆及台湾汉语音韵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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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概念源于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中的 “deconstruction”一词，或译为 “结构分
解”，原为分解、消解、拆解、揭示等义，德里达在此基础上补充 “消除”“反积淀”“问题化”
等意思，成为后结构主义提出的一个术语，一种批评方法。本文取 “解释”与 “建构”之意。
台湾汉语音韵学是中国汉语音韵学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大陆还很少有人对其做系统

的“解构”。从东亚汉语音韵学“学术共同体”的历史视阈来说，这是需要优先进行的。

一、“解构”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必要性

( 一) 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存在认识误区

首先，有一些中国大陆学者潜意识里以为中国大陆是传统小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对台湾传统

小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认识不够。其次，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近 70 年了，两岸政治意识存在
着的明显差异，给两岸学者心理造成了不容易磨合的 “误解”，容易用政治情感代替学术情感。
再次，学科偏见。台湾汉语小学史是冷门学科，不大受社会关注。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学者成立
各类台湾研究会、团体或机构如全国台湾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
等，主要涉及台湾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法律、社会历史、文化教育、两岸关系及对台方针政
策等问题，忽略了对台湾汉语语言学史的研究，更勿论冷僻的台湾汉语小学史研究了。因此，大
陆有关系统的台湾中国传统 “小学史”著作，如台湾汉语文字学史、台湾汉语训诂学史、台湾
汉语音韵学史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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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关心西方汉语音韵学史甚于关心包括日韩越南中国台湾等在内的东方汉语音韵学史

一百多年来，西化倾向始终是中国学术建设的主流，西方汉语音韵学带给中国汉语音韵学的

影响一浪高过一浪。马伯乐、高本汉等，还有留学欧美并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或台湾
地区以及日本等国的学者比如赵元任、王力、李方桂、桥本万太郎、张琨、丁邦新、龚煌城等人
的汉语音韵学思想观念，在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界得到了极端重视。在许多人眼里，西方的汉语
音韵学理论是“正统”的，代表先进的观念，而东方传统汉语音韵学往往是 “非正统”、过时，
甚至是落后的，居于末流的。即便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有些人也仍然是关心西方汉语音韵学史甚
于关心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汉语音韵学史研究。比如某些学者在叙述汉语音韵学研究的
学术新进展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说不屑于关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等东亚地区的汉
语音韵学史成果。这很有代表性，是一种西方文化 “优越性”、“先进性”的心态在起作用，是
值得特别注意和思考的。
( 三)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东亚汉语音韵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东亚早就形成比较稳固的、长期共存的 “学术共
同体”。从大的方面来说，东亚汉语音韵学史是个整体系统，学术传统和学术理念基本一致，当
然整体系统中也存在着子系统的差别。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史、朝鲜半岛汉语音韵学史、日本汉
语音韵学史、越南汉语音韵学史、中国台湾地区汉语音韵学史等各自相对独立或融合发展，个性
鲜明。在东亚各国 文明“环流”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和流派，包含了各自丰富的理论内
涵。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东亚汉语音韵学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中国音韵学史的骄傲，以其
内涵丰富、特点突出、影响面大而享誉世界。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排除在东亚汉语音韵学史之
外，东亚汉语音韵学史还能成立吗?

( 四)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世界汉语音韵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来必定会有人写出一部十分完备的、科学的《世界汉语音韵学史》，这是汉语音韵学学术
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世界汉语音韵学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缺
少它，整个汉语音韵学史是残缺的。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曾经是极其辉煌的，是代表了世界汉语
音韵学史研究的高峰之一，人才辈出，世界级学术大家不断涌现，绝不亚于欧美汉语音韵学的成

就。在有关文献的整理上，更是成果丰硕。
( 五) 科学的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内涵必须借助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成果来完善

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发展到了今天，明显地遇到了瓶颈，人才断层 ( “文革”十年造成的恶
果) ，某些学者学术眼光局限性很大，难以做到 “中西贯通”，因此，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成果
十分匮乏。中国大陆学者将来如何立足于世界汉语音韵学之巅? 如何再造曾经有过的辉煌? 许多
大陆学者都在寻找出路。如有学者提出 “走出高本汉”的口号，有的以实验语音学方法改造汉
语音韵学; 有的以“类型学”方法改造汉语音韵学; 也有的以语言演化理论看待汉语音韵学，
各种汉语音韵学理论层见叠出，令人目不暇接。其实，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还是要汲取世

积淀，探索出适应现代科学理论基础的汉语音韵学研究道路来。其中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的成果
汲取成为必须，如历史比较的传统理论与方法革新 ( 丁邦新) ; 汉藏语、汉语西夏语比较中的汉
语音韵学体系 ( 龚煌城) ; 文献考据与文献整理理论与方法 ( 陈新雄) ; 汉语音韵学中的观念和

方法 ( 何大安) ; 汉语语音史“双线性”、发展不平衡性等地理因素 ( 张光宇) ; 建立独特汉语
音韵文献研究体系 ( 竺家宁) ; 当代汉语音韵学 “跨界”国际观 ( 萧宇超) 等，扎实而有效，
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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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和地区的优秀成果，无论是理论、方法、资料，还是结论，要以世界各国(地区)优秀研究传统为  



二、“解构”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关键性内容

( 一)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发端和形成

第一，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发端与 “大中国汉语音韵学史”观念。
李方桂说: “台湾的语言学研究工作，无法与大陆地区全然区隔”，“活跃于这个领域的学者

大多来自大陆，并在来台之前已经发表了不少的研究论著”。［1］575林尹依据钱玄同的意见，即以
“声韵随时代而变迁”认识为前提将中国音韵学分期为 6 个时期，最早的从公元前 11 世纪算起，
称之为周秦时期，其他依次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2］12 － 16把台湾汉语语

音变迁史纳入到中国汉语语音史范围中观察，原则明确，这是中国 “大一统”观念的有力体现。
方师铎以中国国语运动历史发展大格局论述台湾国语运动涉及的一些汉语音韵学史文献。［3］

陈新雄把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史放在民国以来大中国范围内汉语音韵学进程中考察，以

“《切韵》学”、“古音学”、“等韵学”为主轴，将 1912 年到 1972 年中国汉语音韵学发展的历史
进行梳理。台湾学者成果没有游离于中国汉语音韵学史之外。比如论及“《切韵》学”时，在周
祖谟之后叙及董同龢《中国语音学史》声母研究成果，然后是李荣。论及 “古音学”时，陆志
韦《古音说略》之后是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并认为《上古音韵表稿》“大致根据高本汉氏
《汉文典》所构拟之音韵系统，参以以后各家修正之说，氏分上古单纯声母为三十六，韵部为二
十二”。接着是王力《汉语史稿》“阴阳入三分”理论，还有与台湾关系密切的李方桂、周法高
的观点。而“等韵学”以黄侃四等定义为起始，高本汉依据江永 《四声切韵表》而假定四等区
别拟音为接续，进而罗常培、赵荫棠、王力等人的研究赫然纸上。许世瑛的 《等韵一得》、董同
龢《等韵门法通释》、《切韵指掌图诸问题》，以及高明 《嘉吉元年本 〈韵镜〉跋》、《〈韵镜〉
研究》; 陈新雄弟子林庆勋有关 《切韵指南》和《切音指南》比较等也成为论述关键一环。台湾
学者成果在这里与大陆学者成果 “浑然一体”，不分彼此。［4］31，86，104，108陈新雄“大中国汉语音韵学
史”观念十分突出，是我们认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发端的基础。
也有一些台湾学者把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起始时间从小川尚义 1896 年到台湾时算起。洪惟

仁说: “小川尚义是汉字音比较研究的开拓者。”［5］日本的现代汉语音韵学也是从 1937 年岩村忍、
鱼返善雄合译高本汉的论文辑为 《支那语学概论》而开始萌芽的［5］，而中国引入高本汉是罗常
培 1935 年开始的。李壬癸院士也称他是 “台湾语言学先驱”［6］，杨允言等 《台语文运动访谈暨
史料汇编》也专门设置“台湾语言学的奠基者”一节介绍他的贡献［7］29 － 36。这种看法存在着一定
的缺憾。日本占据台湾之前，汉语音韵学的学术活动早就已经展开。传统 “小学”韵书、闽南
话辞书、汉语官话语音教科书，都构成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主旋律，还有英国传教士杜嘉德编撰
的《厦英大辞典》 ( 1873) 用罗马字记音，也是一个明显证据。
杨允言等把闽南话作为台湾 “独立性”语言来对待，隔断了闽南话与汉语的 “血肉相连”

关系，显然是为少部分人“台湾语”政治意识服务的，再次陷入日本占据台湾时所强调的闽南
话为“台湾语”阴险“陷阱”，重蹈“殖民语言策略”覆辙。“虽然台语 ( 闽南话) 是大部分台
湾人所使用的语言，然而它也始终没有官方语言的地位，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官话语言的排

挤。”［7］2清朝大江南北，东西疆域都通行着一个大家广泛认可的 “官话”书面语; 上流社会，比
如朝廷，流行着官话口语通语，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语言规范，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在强调
使用官话之外，清政府尊重闽南话作为区域方言存在的实际意义，但切不可把这一点作为台湾

“语言”独立问题倾向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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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形成。
小川尚义调查和研究台湾地区的语言，包括汉语方言和南岛语言，前后 40 年之久［8］27，但

是，把他称为台湾地区汉语现代语言学建立的先驱人物，开创了一个语言研究新时代则存在片面

性。因为，在小川尚义之前，该时期尚有甘为霖到台湾编撰 《厦门音新字典》 ( 1870) ，有传教
士马偕编写《中西字典》 ( 1876) ，还有日本学者伊泽修二制订台湾语言研究规范。小川尚义毕
竟不是以真正高本汉式历史语言学方法研究台湾地区汉语闽南方言和南岛语，也很少涉及北京官

话和传统汉语“小学”文献。
应该提及的是，1945 年之前日本学者在台湾致力于北京官话语音等汉语语音的研究工作。

比如后藤朝太郎 ( 1881—1945) ，被称为当时学术界 “中国通”第一人，任过台湾总督府嘱托
( 特别雇员) 等职务，出版《汉字音系统》 ( 1902 年) 等音韵学著作; 西岛良尔 ( 1870—1923) ，
曾在台湾总督府任职，写过《清语读本》、《支那官话字音鉴》等书; 伊泽修二 ( 1851—1917) ，
担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长，对汉语注音字母标记改进贡献很大，出版 《日清字音鉴》、《视话应用
音韵新论》、《支那语正音发微》等著作。［9］

如果把这些成果纳入台湾地区汉语音韵学范畴中来，说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地区已经形成

“殖民地”汉语官话和闽南话语音研究特殊 “发达”局面的话，是可以得到认同的。
( 二)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分期与特点

第一，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如何分期?

在台湾，很多学者把 1949 年以后“狭义”的汉语音韵学研究作为分期的依据，但这样做所
运用的汉语音韵学标准是不是过于偏狭，明清两代以及日本殖民地时期与汉语语音相关的著作还

算不算汉语音韵学研究? 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各时期特点的把握，既要考虑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

程中台湾政治体制对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影响，也要顾及台湾汉语音韵学自身的学科发展脉络。对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期也不能脱离台湾历史发展各种政治教育文化与中国大陆统一紧密联系以及

日本殖民地占领、回归中国而国共分治的事实前提。①

第二，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期和特点。
“明郑”前台湾汉语音韵学，与中国大陆传统经学范畴内的 “小学”发展关系密切，以传统
韵书文献研究为主，比如陈第就是如此。荷兰占领时期传教士语言学教育对台湾汉语研究影响不
可低估，“双语间文化交流”，用罗马字记录汉语语音就是明证。［10］

清朝满语是“国语”，但科举制度制约了“正统”“小学”在台湾汉语教育主体地位。魏章
柱指出，清代台湾设立学校包括儒学、书院、义学、社学和书院等，使中华文化在台湾生根发
芽，完成了两岸理念的整合，其影响是深远的。［11］汉语文言书面语、官话、闽方言、土著居民语
言，交织在一起，直接促进了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比如，清代黄宗彝与刘家谋
两位旅居台湾的“闽儒”上古音研究成果就已经比较成熟。
日据台湾殖民地时期汉语音韵学研究虽然继承了这个传统，但殖民色彩更为浓郁。日语是

“国语”，研究汉语音韵学也要从属于这个根本性的原则。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语音、闽南话语
音，也包括调查南岛语言，都是在推行伊泽修二等所制定的日本台湾语言政策前提下进行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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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振鹍认为，台湾历史分期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第一大岛。作为中
国的一个地方，它有一个与中央的关系问题; 作为中国的一个海岛，它有一个与大陆的关系问题; 台湾历史发展的各阶段，就

是在这两个关系的运动中形成的”。台湾历史即分为从远古到 “明 ( 代) 郑 ( 成功) ”时期 ( 1683 年前) 、清朝时期
( 1683—1895) 、日据台湾时期 ( 1895—1945) 、回归祖国、海峡两岸分离时期 ( 1945 年后) 。详见张振鹍: 《漫议台湾历史分
期》，载张海鹏、李细珠主编《台湾史研究》第 1 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12 月。



现了汉语研究和教学实用性功能，小川尚义的学术研究也要服从于这个基本原则。
魏建功等制定推行国语计划，倡导大学中文系学生学习传统小学知识，使汉语音韵学研究回

归到正常轨道上来。［12］1946 年 8 月，何容来到台湾后，参与了国音标准的制订; 吴守礼等作为第
一批台湾大学本土汉语教授，重建闽语文献语音研究资料库; 1946 年，音韵学家许世瑛任教于
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汉语音韵学。

1949 年以后，傅斯年接任台湾大学校长，聘请历史语言所教授兼任台湾大学教授，比如董
作宾、董同龢、周法高等，奠定了台湾大学语言学研究的根基。有学者因为他曾任过北京大学代
理校长，所以称他为“连接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学术传统的标志性人物”，台湾大学语言学研究
承袭北京大学语言学传统，是有目共睹的。① 语言学，尤其是汉语音韵学研究得以重振雄风，并
不是偶然的。董同龢等在台湾大学所培养的学者，后来成为汉语音韵学的顶尖人物，培养了何大
安等“本土”“中央”研究院院士。许世瑛、林尹、高明任台湾师范学院 ( 台湾师范大学) 等
校教授，更是将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汉语音韵学传统带入台湾，培养了陈新雄等大师级学者。
他们的学生占据了各个大学汉语音韵学学术领地，传播汉语音韵学。后来，又有一批从欧美回来
的汉语音韵学家加入。如李方桂，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 ( 1928) ，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
届院士，曾于 1973 年到“中央”研究院工作; 张琨，美国耶鲁大学语言学博士，台湾 “中央”
研究院院士 ( 1972) ; 丁邦新，美国华盛顿大学亚洲语文系的博士，后任职于 “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壬癸，美国夏威夷大学的语言学博士，
1970 年起进入“中央”研究院起，就以台湾南岛语言的研究为主，台湾 “中央”研究院院士;
龚煌城，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1976 年回台从事语言学研究，先后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语言学研究所任职，台湾 “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极大丰富了台湾汉语音韵学内涵，
在很多研究领域站到了国际前沿位置，形成了现代汉语音韵学与传统汉语音韵学双峰并峙的学术

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赵元任、罗常培、王力、李方桂等现代汉语音韵学; 章太炎、黄侃等
传统汉语音韵学，相得益彰，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别彼此，再加上承袭清代考据

学学风，构成了特色鲜明，又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个性特征，在世界汉语音韵

学史占有特殊地位。台湾汉语音韵学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
台湾回归中国，海峡两岸分离时期 ( 1945 年后) 汉语音韵学又可以分时段研究。竺家宁将

1949 年到 1992 年之间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分为早期的研究 ( 1949—1973 ) 和近二十年的研究
( 1973—1992) 。［13］姚荣松把 1950—1976 年 26 年称为台湾声韵学灌溉期，又称为前期，还把这 26
年按两个 10 年以及后 6 年来排列。后期指的是 1977 年到 2000 年，又把 1999 到 2008 年称之为
21 世纪初始 10 年。［14］我们认为，按照学术走向分为最初重建时段 ( 1945—1949 ) 、创设时段
( 1949—1973) 、发展时段 ( 1973—1992) 、繁盛时段 ( 1992—2014) ，比较符合实际。
( 三)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成果文献盘点

台湾学者对台湾汉语音韵学成果总结与回顾的文献很多，主要有李方桂［1］、陈新雄［4］、何
大安［15］、姚荣松［14］［16］、竺家宁［13］［17 － 19］、王松木［20 － 21］、林炯阳和董忠司［22］、江俊龙［23］、李长
兴［24］、吴晓琪［25］、颜静馨［26］、曾进民［27］等。我们粗略盘点如下:
第一，通论类成果。
董同龢《中国语音史》、《汉语音韵学》; 林尹《中国声韵学概说》、《中国声韵学通论》;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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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俊杰、孙震: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教育理念》 (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 年第 3 卷第 1 期) 说，重建大学精神，
提升台大的师资水准，包括聘请中央研究院第一流学者兼任教授，实际上，是把北京大学业已形成的传统带到了台湾大学。



世瑛《许世瑛先生论文集》; 丁邦新编《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 李方桂 《中国的语言和
方言》; 吴守礼《福建语研究导论》; 陈新雄 《等韵述要》、《文字声韵论丛》; 何容等 《国语辞
典》; 潘重规等《中国声韵学》; 高明《中国历代韵书的韵部分合》; 周法高 《中国音韵学论文
集》; 谢云飞: 《中国声韵学大纲》、 《语音学大纲》; 丁邦新 《音韵学讲义》; 竺家宁 《古音之
旅》、《古音学入门》 ( 与林庆勋合作) 、《声韵学》、《音韵探索》、《声韵之旅》、《台湾声韵学当
前的研究状况 ( 上、下) 》; 张琨《汉语音韵史论文集》; 张光宇 《广韵与方言》; 林炯阳与董忠
司等《台湾五十年来声韵学暨汉语方音学术论著目录初稿》; 耿志坚《汉语音韵》等成果，建构
汉语音韵学体系，传播汉语音韵学基本知识，功用十分明确。
第二，理论和方法。
周法高《论古代汉语的音位》; 林尹《中国声韵学研究方法与效用》; 董同龢 《声母、韵母

的观念与现代的语言分析理论》; 高明《治音韵学应具有的一些基本观念》; 郑再发 《汉语音韵
史的分期问题》、《就韵母结构的变化论南北方言的分歧: 官话方言元音谐和小史》、《近体诗律
新说》、《汉语声母的颚化与浊声母的衍生》; 龙宇纯 《例外反切的研究》; 李方桂 《藏汉系语言
研究法》、 《汉语研究的方向与音韵学的发展》; 张琨 ( 古汉语韵母系统与 〈切韵〉》; 谢云飞
《汉语历史语音研究的分期问题 ( 1) 》; 张以仁 《由广韵变到国语的若干声韵语声母上的例外》;
郑锦全《从传统声韵学开拓汉语方言计量研究》; 李壬癸 《七十年来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回顾》、
《汉语的连环变化》; 丁邦新《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论官话方
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汉语上古音的元音问题》; 陈新雄
《研究古音学之资料与方法》; 何大安 《语言史中的层次问题》、 《声调的完全回头演变是否可
能》、《从中国学术传统论汉语方言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古汉语声母演变的年代学》、
《刘宋时期在汉语音韵史上的地位———兼论音韵史的分期问题》、《声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规
律与方向: 变迁中的音韵结构》、 《南北是非: 汉语方言的差异与变化》、 《送气分调与相关问
题》、《古今通塞: 汉语的历史与发展》; 姚荣松 《重纽研究与声韵学方法论的开展》; 杜其容
《陈澧反切说申论》; 张光宇《汉语发展史与古音重建》、《汉语方言发展的不平衡性》、《汉语方
言的横的比较》、《汉语语音史中的比较方法》、《论汉语方言的层次分析》、《汉语方言音系的地
理考察———韵母篇》、《比较法在中国》、《语言的连续性》、《汉语语音史中的双线发展》、《论条
件音变》; 竺家宁《汉语音变的特殊类型》、《论近代音研究的方法、现况与展望》; 杨秀芳 《音
位中的互补与互补有关的问题》; 王松木 《明代等韵之类型及其开展》; 萧宇超 《台湾闽南语之
优选变调》; 吴瑾玮《论汉语中的介音、擦音、变调: 从优选理论分析》; 洪惟仁 《音变的动机
与方向: 漳泉竞争与台湾普通腔的形成》; 李存智 《介音对汉语声母系统的影响》; 林英津 《从
汉藏语的比较: 龚煌城先生在李方桂先生的汉语上古音系上搭楼台》; 钟荣富 《谈现代汉语音韵
学应走的方向》等，融合古今中外，衍生新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极具活力的研究范式。
第三，上古音方面。
清人黄宗彝《榕城方言古音考》; 现当代学者，如董同龢 《上古音韵表稿》; 谢云飞 《刘熙

释名音训疏证》; 许世瑛《评高本汉古韵二十六部》、《由王念孙古韵谱考其古韵二十一部相通情
形》、《辑江有诰通韵谱合韵谱借韵谱》; 许锬辉 《说文解字重文谐声考》; 方师铎 《中国上古音
里的复声母问题》; 周法高 《论上古音和切韵音》、 《周法高上古音韵表》、 《上古汉语和汉藏
语》; 江举谦《诗经韵谱》; 谢云飞《上古汉语的声调》、《中国语音中的上古声调问题》; 陈新
雄《蕲春黄先生古音驳难解》、《论上古音中脂对两部的区别》、《毛诗韵三十部谐音表》、《古音
学发微》、《古音研究》、《音略征补》; 左松超 《古声纽演变考》; 朱鸿林 《九歌韵说》; 吴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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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声调之蠡测》; 高本汉、赵元任、李方桂、王静如等《上古音讨论集》; 丁邦新、余霭芹合
编《语言变化与汉语方言: 李方桂先生纪念论文集》; 丁邦新《魏晋音韵研究》、《上古汉语的音
节结构》、《汉语上古音的元音问题》、《〈论语〉、〈孟子〉及〈诗经〉中并列语成分之间的声调
关系》; 余迺永《两周金文音系研究》; 林清源 《王力上古汉语声调说述评》; 全广镇 《两周金
文通假字研究》; 伍明清《宋代之古音学》; 龙宇纯《中上古汉语音韵论文集》、《丝竹轩小学论
集》上古音部分; 杜其容《部分叠韵连绵词的形成与带 1 －复声母之关系》; 吴世畯 《说文声训
所见的复声母》; 董忠司《江永声韵学评述》; 陈文吉: 《楚辞古韵研究》; 林庆勋 《段玉裁之生
平及其学术成就》; 郑再发《上古音系五元音说: 论诗经的曲式、韵式与韵部》; 李壬癸 《关于
－ b尾的构拟及其演变》; 竺家宁《古汉语复声母研究》; 廖湘美 《牟应震古韵学之研究》; 古琴
芳《以广韵谐声证江氏元部独立说》; 成玲 《姚文田生平及其古音学研究》; 林孟侃 《上古简帛
通假字喉音声母研究———兼论其开展》; 张慧美《王力之上古音研究》; 郭乃祯 《戴震声类表研
究》、《李方桂上古音的研究述评》; 何大安 《从上古到中古音韵演变的大要》、 《上古音中的
hlj －及相关问题》、《六朝吴语的层次》、《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梅广 《上古汉语的元音及辅
音韵尾问题》; 姚荣松《上古汉语同源词研究》、《〈文始·成均图〉音转理论评述》、《钱大昕
〈声类〉的声转现象与词源学》; 孔仲温《殷商甲骨谐声字之音韵现象初探———声母部分》; 《论
重纽字上古时期的音韵现象》; 都惠淑《刘逢禄古音学研究》; 李存智 《秦汉简牍帛书之音韵学
研究》; 郑振控《上古汉语声调之研究》; 杨素姿: 《先秦楚方言韵系研究》; 李鹃娟 《合韵现象
源流考》; 徐芳敏《闽南厦漳泉次方言白话层韵母系统与上古韵部关系之研究》; 梅祖麟、龚煌
城《上古音对谈录》; 李妍周 《汉语同源词音韵研究》; 吕兆欢 《毛奇龄韵学研究》; 陈文玫
《吴棫〈韵补〉研究》; 林孟侃《上古简帛通假字喉音声母研究———兼论其开展》等，传世与出
土文献相结合，汉语与非汉语“跨界”，深入挖掘活的方言资料，上古音系统日臻完善。
第四，中古音方面。
董同龢《等韵门法通释》、《〈广韵〉重纽试释》、《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反切下

字》; 周法高 《三等韵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 《论中古汉语的音位》、 《广韵重纽研究》、 《论
〈切韵〉书》、《玄应一切经音义》; 林尹 《切韵韵类考正》、 《音学略说》; 许世瑛 《评罗 ( 常
培) 董 ( 同龢) 两先生释内外对转之得失》、《广韵两读之字朱熹口中只有一读考》、《论广韵反
切跟国语音读》; 姚鹤年 《守温三十六字母新证》; 吴笑生 《论去声》; 李永富 《从切韵到广
韵》; 应裕康《广韵集韵切语上字异同考》; 庄惠芬 《广韵切语今读表》; 高明 《高明小学论
丛》、《韵镜研究》; 于维杰《宋元等韵图源流考索》; 张琨著、张贤豹译 《论中古音与切韵的关
系》; 李金真《再谈阴阳对转》; 谢云飞《经典释文异音声类考》、《七音略之作者及成书》; 康
世统《广韵韵类考正》; 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龙龛手鉴〉新编》; 龙宇纯 《韵镜校
注》、《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中上古汉语音韵论文集》、《从集韵反切看切韵系
韵书反映的中古音》、《论重纽等韵及其相关问题》; 杜其容 《释内外转名义》、《论中古声调》、
《由韵书中罕见上字推论反切结构》、 《陈澧反切说申论》; 许德平 《韵镜与七音略》; 陈新雄
《广韵研究》、《声韵学论文集》、《音略证补》、《锲不舍斋论学集》、《声类新编》、《文字声韵论
丛》; 蔡信发《广韵反切一览表》; 利瓦伊棻 《反语起缘新证———也谈阴阳对转》; 林平和 《吕
静韵集研究》; 简宗梧 《经典释文引徐邈音辨证》; 林素珍 《广韵又音探源》; 朴贞玉、朴现圭
《广韵版本考》; 邱棨檠《集韵研究》; 马辅 《切韵内外转之解释》; 姜忠姬 《五音集韵研究》;
李存智《韵镜集证及研究》; 陈志清 《切韵声母韵母及其音值之研究》; 孔仲温 《韵境研究》、
《〈龙龛手鉴〉音系研究》、《辨四声轻清重浊法的音韵现象》; 丁邦新《重纽的介音差异》; 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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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广韵四声相承韵系联之探讨》; 陈宏昌 《藤堂明保之等韵说》; 陈贵麟 《切韵系韵书传本及
其重纽之研究》、《论〈韵镜〉重纽的逻辑原型及原型重估后的音值》; 何大安 《从上古到中古
音韵演变的大要》、《六朝吴语的层次》; 龚煌城 《从汉藏语的比较看重纽问题》; 张光宇 《〈切
韵〉与方言》; 李添富《古今韵会举要研究》; 李鍌 《昭明文选通假文字考》; 康世统 《广韵韵
类考正》; 林炯阳《林炯阳教授论学集》; 姚荣松《切韵音系的元音音位问题》、《切韵指掌图研
究》、《广韵又音试探———体例及其声母现象》; 董忠司 《陈隋初唐声母综论》、《颜师古所作音
切之研究》、《广韵声类手册》; 周玟慧 《从中古音方言层重探 〈切韵〉性质——— 〈切韵〉、〈慧
琳音义〉、〈玄应音义〉的比较研究》; 叶键得 《通志七音略研究》、《十韵汇编研究》; 王三庆
《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音韵材料》; 耿志坚《唐代近体诗用韵之硏究》、《宋代近体诗用韵通转
之研究》; 谢美龄《慧琳一切经音义声类新考》; 翁慧芳《〈韵镜〉及〈七音略〉之比较研究》;
吴敬琳《〈玄应音义〉的音系及其方音现象》; 王松木《〈敦煌俗务要名林〉残卷及反切研究》;
张慧美《朱翱反切新考》; 杨素姿《〈大广益会玉篇〉音系研究》; 金彰柱 《宋代散文赋用韵阴
声韵之分部》; 林英津《〈集韵〉与当代汉语方言》、《论集韵在汉语音韵学史的定位》; 杨文惠
《五言律诗声律的形成》; 李正芬 《试论 〈经典释文〉诸家反切轻重唇音分化的时空差异》等，
以高本汉研究为突破口，引入敦煌等文献，寻求语音时空间差异，分析科学而细密。
第五，近代音方面。
董同龢《〈切韵指掌图〉中几个问题》; 许世瑛《〈等韵一得〉研究》; 应裕康《洪武正韵反

切之研究》、《古今韵会举要反切之研究》、《论集韵与宋元韵图韵书之关系》、《清代韵图之研
究》以及《本韵一得》、《五音通韵》、《黄钟通韵》等研究; 谢云飞 《四声等子与切韵指掌图之
比较研究》; 朱尚文《太和正音谱校订》; 许世瑛《朱熹口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从诗集传
叶音中考广韵阳声及入声各韵之拼合情形》; 张琨 《读 〈建州八音〉》; 陈新雄 《中原音韵概
要》; 梅广《从朱翱反切看中古晚期几点音韵学的演变》; 林平和 《明代等韵学研究》; 竺家宁
《古今韵会举要的语音系统》、《四声等子音系蠡测》、《九经直音韵母研究》、《近代音论集》; 于
维杰《宋元等韵源流考索》、《宋元等韵图序例研究》; 王松木《〈西儒耳目资〉所反映的明末官
话音系》、《同文韵统所反映的近代北方官话音》、《明代等韵之类型及其开展 ( 上、下) 》; 林庆
勋《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与等韵切音指南比较研究》、《音韵阐微研究》、《明清韵书韵图反映吴语
音韵特点观察》等研究; 柯淑龄 《梦窗词韵硏究》; 何大安 《韵首的迷思: 〈度曲须知〉中的
“属阴”与“属阳”》; 向惠芳《潘耒〈类音〉韵母系统分论》; 董忠司《沈宠绥的语音分析说》;
金周生《元好问近体诗律支脂之三韵止二分说》以及朱熹 《诗集传》、周德清 《中原音韵》语
音研究; 王经昌《中原音韵讲疏》; 王洁心《中原音韵新考》; 张屏生 《清末民初南、北官话的
语音比较》; 吴杰儒《韵略易通》、《韵略汇通》研究; 罗灿裕、向惠芳 《类音》研究; 廖湘美
《敦煌石室〈心经〉音写抄本所反映之声母现象———兼论译者归属问题》; 宋韵珊 《剔弊广增分
韵五方元音》、《新纂五方元音全书》、《韵法直图》、《韵法横图》、《等韵简明指掌图》研究; 陈
贵麟《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杉亭集五声反切正韵》研究; 朴奇淑 《正音咀华》研究; 廖才仪
《〈全台诗〉用韵研究》; 李柏翰《〈山门新语〉音韵研究》、《明清悉昙文献及其对等韵学的影
响》等，从多角度、多层次分析，走向综合，兼顾南北，线索更加清晰可辨。
第六，现代语音与方音方面。
英国传教士杜嘉德编撰的 《厦英大辞典》; 伊泽修二 《日清字音鉴》; 小川尚义 《日台大辞

典》等; 后藤朝太郎、来原庆助、西岛良尔等著作; 吴守礼 《明嘉靖刊荔镜记戏文校理》、《福
客方言综志》、《闽南方言研究集》、《综合闽南台湾语基本字典》、《国台对照活用辞典》等;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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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魏建功语言学论文集》; 洪惟仁《台湾文献书目解题: 语言类》; 董同龢 《华阳凉水井客
家话记音》、《厦门方言的音韵》、《四个闽南方言》; 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赵元任《绩溪岭北音系》、《台山语料》; 方师铎 《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
动史》; 钟露升《标准台语方音符号 ( 课本) 》、《国语语音学》; 王天昌《汉语语音学研究》; 杨
时逢《成都音系略记》、《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湖南方言调查报告》、
《南昌音系》; 张琨《论比较闽方言》、《论吴语方言》、《谈徽州方言的语音现象》、《论汉语方言
的分类》; 王育德《台湾语音历史研究》、《闽音系研究》; 林正三 《音韵阐微之校证与闽南语之
音读》; 黄金文《方言接触与闽北方言演变》; 钟荣富 《福尔摩沙的烙印: 台湾客家语导论》、
《客家话的构词和音韵的关系》; 徐芳敏《闽南方言本字与相关问题探索》; 元钟敏《八音定诀研
究》; 林庆勋《台湾闽南语概论》; 杜佳伦《闽语历史层次分析与相关音变探讨》; 何大安《“浊
上归去”与现代方言》、《论赣方言》、《官话、晋语与平话性质的检讨》、《海南岛乐会方言的口
语音系》; 张孝裕《轻声辨义举例》; 杨秀芳《台湾闽南语音韵研究》、《论汉语方言中的全浊声
母的清化》; 李壬癸《闽南语喉塞音尾性质的检讨》、《闽方言的鼻音问题》; 连金发 《论闽方言
的开合口》; 丁邦新《台湾语言源流》、《吴语声调之研究》、《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 与张双庆合编) 、《一百年前的苏州话》、《如皋方言的音韵》; 张光宇《闽客方言史稿》、《闽方
言关系试论》、《闽方言音韵层次的时代与地域》; 罗肇锦 《台湾客家语》; 刘慧娟 《台湾闽南语
语误的音韵学研究》; 董忠司《福尔摩沙的烙印: 台湾闽南语概要》; 林英津与吴瑞文 《闽语方
言辅音韵尾今读的历史分析》、《论吴方言的连读变调》; 黄金文 《方言接触与闽北方言演变》;
吕嵩雁《闽西客语音韵研究》; 江俊龙 《台中东势客家方言词汇研究》、 《两岸大埔客家话研
究》; 江敏华《台中县东势客家语音韵研究》、《客赣方言关系研究》; 萧宇超 《从语料库观点探
讨古诗节律》、《优选理论对现代汉语音韵研究的影响》、 《台湾闽南语之优选变调》; 魏岫明
《国语演变之研究》等，偏重于闽南语、客家方言，兼顾与大陆关系，呈现多元化格局倾向。
第七，语音比较研究。
丁邦新等主编《李方桂全集》、 《汉语史研究: 纪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诞论文集》; 李方桂

《台语系声母及声调关系》; 郑再发《蒙古字韵跟八思巴字有关的韵书》; 周法高《上古汉语和汉
藏语》; 张琨《瑶语入声字》、《藏语口语读本》、《藏语在汉藏语比较语言学中的地位》、《汉藏
语系的‘针’字》、《苗瑶、藏缅及汉语的鼻冠音塞声母: 是扩散的结果还是同系证据》; 龚煌城
《汉藏语研究论文集》、《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 丁邦新等合编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 ( 一、二、
三) ———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 丁邦新 《古卑南语的拟测》; 严棉 《卡语和沙语的初步比
较》; 吴钟林《从五种方言和译音论重纽的音值》; 卢顺点 《论晚唐汉藏对音资料中汉字颚化情
形》; 成元庆《洪武正韵译训研究》; 李存智 《从日本吴音的形成及其现象看闽语与吴语的关
系》; 吴圣雄《日本吴音研究》; 成元庆 《十五世纪韩国字音与中国声韵之关系》; 吴世畯 《从
朝鲜汉字音看一二等重韵问题》; 黄金文 《从汉藏比较论上古汉语内部构拟》; 林庆勋 《日本馆
译语的柳崖音注》、《试论日本馆译语的韵母对音》、《科本 〈圆音正考〉连锁反应的音韵现象》;
杨征祥《蒙古字韵》; 江佳璐《越南汉字音的历史层次研究》; 李壬癸 《台湾土著语言的词音位
转换》、《台湾南岛语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何大安 《台湾语丹路方言的音韵系统》; 杨秀芳
《赛德语雾社方言的音韵结构》; 董忠司《畬语和闽南语的关系》; 辛勉《古代藏语和中古汉语语
音系统的比较研究》; 林英津《论西夏语文献对汉语经典的诠释: 以西夏语译 〈六韬〉为例》、
《西夏语文献解读与西夏语的研究》; 庄淑慧《〈玄应音义〉所录 〈大般涅槃经〉梵文字母译音
之探讨》; 全广镇《汉藏语同源词综探》; 吴叠彬《〈真腊风土记〉里的元代语音》; 赵育伸《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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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第〈汉俄合璧韵编〉音韵问题初探》等，以汉藏比较为重心，逐渐向汉语与其他语言关系研
究推进，形成了特有的比较研究趋势。
( 四) 台湾汉语音韵学学术谱系

台湾汉语音韵学流派“谱系”，从学术师承“血缘”关系入手去观察，就能够找到一些显性
和隐性学术 “遗传”因子符号性特征，以学术成果内容为进一步探讨依据，还会析缕出师承
“进化”的“谱系”和“错综复杂”真相。
第一，“明郑”前后及清代汉语音韵学 “谱系”。
如明末陈第居留台湾研究古音，闽人刘家谋曾任台湾府儒学训导，其 《操风琐录》所论闽

语保存古音; 黄宗彝旅居台湾，著有《闽方言古音考》，承传吴棫、陈第等闽人学风。英国传教
士巴克礼完成杜嘉德所著 《厦门音英汉大辞典》的增补工作，带有西方语言学研究风格。
第二，日据台湾时期汉语音韵学 “谱系”。
伊泽修二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长，建立台湾教育制度，影响深远。小川尚义受业于日本 “现

代语言学之父”上田万年，研究台湾闽南话、台湾南岛语言诸语言，著有《日台小辞典》 ( 和上
田万年合作) 、《日台大辞典》、《台日大辞典》、《アミ语集》等，有人称之为 “台湾语言学先
驱”。其他，除了后藤朝太郎专心于学术之外，谷信近、来原庆助、西岛良尔等，在台湾当过通
译官，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与军事侵略关系密切。日本 “现代语言学之父”上田万年学术学
脉在这个时期占据了主流地位。
第三，回归中国，两岸分离时期汉语音韵学 “谱系”。
1945 年以后在台湾各个大学执教，并且培养台湾本土汉语音韵学学人的第一代学者情况。
魏建功名义上在台湾大学任教，但没有实质性的教学任务。吴守礼与黄得时被台湾大学代理校长
罗宗洛聘为文学系中国文学副教授，成为台湾大学文学系最早的本土师资。许世瑛，清华大学国
学研究院研究生，师从赵元任、陈寅恪，曾协助王力教授工作，随父许寿裳赴台任职后，自
1946 年始任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1962 年被台湾 “教育部”聘为指导博士
生的教授。林尹，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入台后先后执教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
学等。董同龢曾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从王力学音韵学，后在史语所从李方桂学音韵学，1949 年随
史语所迁往台湾，兼任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在美国访学和任教。高明，1930 年毕业于
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来台后创办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招收台湾首批文学博士研究

生，主持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及中文研究所。周法高，中央大学文学系毕业，师从罗
常培、丁声树，1941 年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硕士，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到台
后仍在史语所任研究员，兼任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授。方师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在
台湾应东海大学中文系之聘，继董同龢先生之后讲授声韵学。潘重规，中央大学毕业，师从黄
侃，任台湾师范大学、文化大学等校教授。鲁实先，曾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
董同龢培养了郑再发、丁邦新、郑锦全、严棉、龙宇纯、杜其容、梅广、郑锦全等人，林

尹、高明、许世瑛三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如陈新雄教授等。据 《台湾 “国家”图书馆博硕士论文
网》收录，林尹教授与其他教授名下指导的博硕士论文 74 篇，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泛，有许
多是和高明、许世瑛、潘重规、黄永武、陈新雄等合作指导的，涉及汉语音韵学领域的，如博士
生: 姚荣松 ( 与陈新雄合作) 、柯淑龄 ( 与潘重规、陈新雄合作) 、林庆勋 ( 与潘重规、陈新雄
合作) 、林炯阳 ( 与陈新雄合作) 、邱棨鐊 ( 与高明合作) 、成元庆 ( 与高明、许世瑛合作) 、董
忠司 ( 与高明合作) 、林平和 ( 与高明合作) 等。周法高培养博士比较有名的是余迺永 ( 与胡自
逢合作) ，硕士有李存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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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学人，除了本土培养的博士之外，还有欧美名校毕业的博士，如丁邦新 ( 师从李方

桂) 、梅广、郑锦全、李壬癸、郑再发、龚煌城 ( 德国) 、梅祖麟、曹逢甫等。这些人大多成为
“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第二代学人，陈新雄教授除了与林尹、潘重规等第一代学者合作培养竺家宁等之外，或者独

立，或者与第二代、第三代学者合作指导汉语音韵学博硕士论文。比如博士生: 钱拓 ( 与李添
富合作) 、潘柏年、郭乃祯、何昆益、戴俊芬、廖湘美、崔秀贞、金周生、成玲、陈瑶玲、都惠
淑、朴允河、金泰成 ( 与谢云飞、林炯阳、竺家宁合作) 、吴世畯 ( 与林炯阳合作) 、朴万圭、
金钟赞、李添富、吴圣雄、李义活、许端容、叶键得、姜忠姬、孔仲温、耿志坚 ( 与黄永武合
作) 等。龙宇纯教授指导汉语音韵学博士生则有谢美龄、张慧美、崔玲爱等。丁邦新，以指导
汉语方言学为主，兼而指导汉语音韵学学生，比如博士生有何大安、杨秀芳、林英津、徐芳敏
( 与何大安、李壬癸、龚煌城合作) 等。梅广教授指导的汉语音韵学博士生有周玟慧。谢云飞，
以指导汉语音韵学领域为主，也涉及汉语方言学领域，博士生有郑镇椌、金泰成、游子宜等。李
鍌指导的汉语音韵学博士生是蔡瑛纯。龚煌城指导的博士生有黄金文、李存智等。
第三代学人，按导师查询台湾 “国家图书馆”博硕士论文系统，计收有竺家宁指导的博士

硕士论文 94 篇。汉语音韵学博士生有: 金泰成 ( 与陈新雄、谢云飞、林炯阳、何大安合作) 、
朴秋铉、王松木、周美慧、吕昭明、江俊龙、颜静馨等。姚荣松则有博士生张屏生 ( 与董忠司
合作) 、朴允河 ( 与陈新雄合作) 、金彰柱、张淑萍。何大安除了与其他学者合作指导博士生金
泰成之外，还有李妍周等人。其他博硕士导师，则有张光宇、林炯阳、董忠司、孔仲温、吴圣
雄、林庆勋、李添富、杨秀芳、金周生、叶键得、耿志坚、柯淑龄、林英津、萧宇超、钟荣富、
徐芳敏、康世统、陈淑芬、张屏生等人。其中，张光宇 ( 导师张琨教授) 、萧宇超、钟荣富、陈
淑芬等均为美国著名大学语言学博士，学术背景明显不同。
第四代学人，一般指 1962 年以后出生的，博硕士导师主要有: 陈贵麟、卢国屏、张月琴、

许慧娟、李存智、成玲、廖湘美、江敏华、周美慧、陈瑶玲、吴瑞文、郭娟玉、张慧美、宋韵
珊、谢美龄、陈梅香、杨徵祥、李鹃娟、郭乃祯、江俊龙、颜静馨、王松木、林蕙珊、林清源、
杨素姿、周碧香、周玟慧、邱彦遂、吴瑾玮等。这一代人，有个别的也是欧美名校毕业的博士，
比如张月琴、许慧娟，但在汉语音韵学界的影响力还很有限。就目前来说，第四代学人正逐渐成
为汉语音韵学领域第五代博硕士生培养的主力军。
很明显，70 年来，赵元任、罗常培、王力、李方桂等现代音韵学和章太炎、黄侃等传统音

韵学或交叉或独立传承，占据学术学脉主导地位，构成了十分严谨而整齐的学术谱系。
( 五)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中国文化 “母体”意识
综观一部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尽管在荷兰占领时期 ( 1624—1662 ) 及日本占领期间

( 1895—1945) 有着传教士语言教育和日语变为 “国语”88 年的影响，但汉语音韵学研究仍然以
汉语为主，中国文化“母体”意识始终没有间断过。荷兰人占据台湾后，为了开垦土地而急需
劳动力，招引大量汉族移民台湾。1659 年以后，汉族人口至 2． 5 万到 3 万人之众。尽管荷兰人
也对他们进行殖民化教育，但这些汉族仍然以保留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为荣。这是中国文化 “母
体”意识的真切反映。日本占领台湾后，也曾极力将日语变成台湾国语，并限制官话和闽南话
通行，但仍然不得不设置汉文科。1922 年，公立学校汉文科改为随意科，直到 1937 年 1 月，公
立学校才取消汉文，并禁止学生说台湾话。尽管如此，台湾学者保卫 “国语”的意识十分强烈。
比如在“书房”教授汉文，成立诗社、文社吟诵汉诗，熟悉诗韵。1899 年，章太炎为躲避清政
府通缉，来到了台湾，主编 《台湾日日新报》社汉文栏主笔，传播中国文化，也包括音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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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对汉语音韵学具有一定研究成果的学者梁启超曾来台湾，就是栎社接待的。他们接续
的是汉语音韵学的种子。

1945 年，台湾回归中国，台湾社会如何“脱日本化”而回归 “中国化”，很自然，“国语”
由日语转换为汉语就是最为迫切的议题。汉语音韵学家魏建功不遗余力地所推行的国语运动以及
在实践中确立的有关汉语中国语与闽南方言关系研究原则和方法，对后来的汉语音韵学研究产生

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国语运动带来了人们对汉语官话 “国语”地位的新认识。比如对国字读音，
强调从“孔子白” ( 台湾闽南腔读音) 过渡到 “国音”。［28］17伴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在台湾省
内，汉语音韵学教学和研究也就逐步得到重视。此后，从大陆来的汉语音韵学者，以光复中国传
统文化为己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汉语音韵学人才，为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突出的

贡献。林尹、陈新雄，乃至于竺家宁把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与 “大中国汉语音韵学史”结合考察
的观念，就是中国文化“母体”意识的直接体现，反映了当前台湾主流汉语音韵学史研究者的
心声，是非常客观的。
( 六) 东亚语言学视阈下台湾汉语音韵学的学术定位

“东亚语言学视阈”，指的是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语言学研究最优 “整体性”视
野，这超越了“国别”范畴和“语系”范畴，着眼于历史上“汉字文化圈”内 “跨文化”互动
而形成东亚文明的语言学学术观照理念。［29］借用布罗代尔语，东亚汉语音韵学“创造产生于相互
运动，相互浸透，相互作用的生成系统之中”［30］3。透过中国、日本、朝鲜、韩国汉语音韵学史，
我们还看到了“汉字文化圈”内“跨文化”之间的互动，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交
流，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促成了“汉语语音”在东亚各国的“环流”，形成了各自的语言学传
统，这当然包含了各自丰富的语言学理论内涵。台湾汉语音韵学与大陆汉语音韵学 “母体”之
间，既“吮吸”而成长，又“反哺”母体。1992 年以后，大陆与台湾汉语音韵学，在陈新雄与
唐作藩等先生的超常规促进下，开启了汉语音韵学“破冰之旅”。此后，“学术对接”日益频繁。
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质量之高、涉足领域之多、学术视野之宽阔、学术批评之科学，都令大陆学
者为之震撼。使大陆学者感到，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在很多学术课题方面已经走在了大陆的前
列，大陆学者要想迎头赶上，必须奋起直追。台湾学者许多先进的汉语音韵学理念输入到大陆，
丰富了大陆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内涵。
在 1992 年之前，韩国汉语音韵学博硕士生培养主要由台湾学者承担，而这些韩国学者回国

后，又成为韩国汉语音韵学研究领军人物，成元庆、崔玲爱、金相根、朴万圭、金钟赞、金泰
成、姜忠姬、郑镇椌、裴银汉、蔡瑛纯、许璧、林东锡、康寔镇、陈泰夏、吴钟林、吴世畯、全
广镇、丁玟声等教授的成果，代表了现代韩国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学术水准。
从日本汉语音韵学史可知，日本学者对台湾汉语音韵学的关注是不遗余力的。比如藤堂明保

《中国语音韵论》 ( 1957) 、小仓肇 《上古汉语的音韵体系》 ( 1978、1979) 对董同龢上古音研究
的重视; 上田正《切韵残卷诸本补正》 ( 1973) 对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 ( 1972) 的补充
与订正; 花登正宏 《古今韵会举要研究》 ( 1997 ) 对竺家宁 《古今韵会举要的语音系统》
( 1986) 的赞许等等［31］57，62，102，108，都可以说是对当代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充分肯定。
台湾汉语音韵学在东亚，乃至于在世界汉语音韵学的重要地位是可以肯定的，它代表中国汉

语音韵学所取得的多方面成就是无可置疑的。
( 七) 台湾汉语音韵学被“边缘化”风险问题
一些关注音韵学研究现状的台湾学者不无感叹地说，台湾 50 岁以下的学者，坚持汉语音韵

学研究的大为减少，即便是这个专业毕业的博硕士，也大都改行去做热门的汉语方言学或者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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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了。有人惶恐预言，用不了十年，台湾学生学音韵学就要到大陆去了，因
为很多大学已经找不到老师开课了。这话是不是危言耸听? 还需要论证，但形势确实比较严峻。
大陆的情况又如何呢? 似乎要好一些，50 岁以下的学者已经成长起来，开始成为科研与教

学的主力军。但是，隐忧也不时显现，比如 “文革”十年人才断层、学术评价体系过分看重刊
物的级别和数量 ( 许多权威刊物拒绝刊发汉语音韵学论文) 、商业化炒作以及过分强调与国际语
言学学术接轨、受学术眼光局限难以做到 “中西贯通”、学术“山头”纷争、集团优势在消退等
因素，致使汉语音韵学整体性研究质量在下滑，被学术界“边缘化”风险也十分明显。
台湾与大陆汉语音韵学被 “边缘化”而日趋“冷门”，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担忧，今后的路如

何走? 都需要有识之士真诚面对。

三、“解构”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应具有的几种意识

“解构”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时，大陆学者必须具有审慎处理问题的几种意识:
( 一) 大陆汉语音韵学主流决定意识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与大陆汉语音韵学历史 “血肉相连”，离开大陆去谈台湾汉语音韵学，肯
定是不行的，而离开台湾汉语音韵学去谈大陆汉语音韵学也是不周全的。从学术源头上看，有些
学者否定这种“血肉相连”关系，一定是只会孤立地得出某些不恰当的结论，很多问题也根本
讲不清楚，更勿论梳理出汉语音韵学解释理论上的 “源”与 “流”关系。但是，也不能因此而
过分强调大陆汉语音韵学在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主流意识及其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学术

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只会模糊人们的视野，导致研究的片面性。
( 二) 台湾汉语音韵学思潮中还存在着强烈的殖民意识

台湾有一些学者过分强调与大陆的隔阂性，残留旧时代日本统治时期的 “殖民意识”，其主
要目的是人为地割裂历史，为台湾 “独立”于中国制造舆论。比如一些学者以研究闽南话为出
发点，认定闽南话代表台湾的 “国语”，这实际上是日本占领台湾以后所确定的 “台湾语”政策
影响的余续。闽南话是汉语代表性方言之一，是研究汉语史的典型 “活化石”，闽南话的形成是
与汉语在各个历史层次中的积淀分不开的。这是事实，无论是谁也改变不了。一些学者保留有荷
兰和日本的殖民意识，并不代表主流看法，大陆学者也无必要夸大这种意识的作用，更不能带有

对台湾汉语音韵学整体性误解的偏见，否则，以偏概全，就会导致错误地估计台湾汉语音韵学整

体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现象的发生。
( 三) 台湾汉语音韵学与大陆汉语音韵学 “同构”意识
有学者认为，台湾汉语音韵学所走过的道路与大陆没有什么两样，无非高本汉现代音韵学和

传统汉语音韵学研究“范式”的“再现”。这种简单看问题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因为它忽略了一
个基本事实: 台湾毕竟受荷兰、日本殖民统治时间过长，个别学者汉语音韵学研究的 “殖民意
识”影响还存在。而且，1949 年以后两岸历经近 70 年痛苦“分离”，台湾汉语音韵学的独特性，
已经注定了与大陆汉语音韵学不可能完全 “同构”，这是显然的。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本着
客观、公正，并以汉语音韵学学术发展的科学标准来衡量，既考虑到它与大陆汉语音韵学的
“同源性”，即“脱胎于母体”、 “基因”内核传承相同，又要注意到，它存在着的 “变异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也有自己的运行轨迹。况且，大陆汉语音韵学发展，
各个历史时期并不平衡，比如 “文革”十年，几乎完全停顿，而恢复旧有汉语音韵学研究传统
需要时间，大陆在汉语音韵学许多方面存在着研究上的 “短板”，这也是客观事实。1979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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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在恢复和发展中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大陆汉语音

韵学在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精湛而富于创新性，这不但缩小了与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差距，而

且，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台湾学者研究，走在了世界汉语音韵学的前列。当然，大陆汉语音韵学
研究与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同样面临着被 “边缘化”的危机和风险，许多学者也尽力调整自己
的研究策略和意识，寻求最优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十分明显，正经历着痛苦而艰难的抉择。
( 四) 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往往偏重于现代语音理论意识

许多台湾学者研究汉语音韵学以理论见长，富于思辨，比如丁邦新、何大安等，发表了许多
理论性很强的音韵与方言结合的论著。他们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往往通过实践去纠正现有的许多
西方理论与汉语语音研究不对称的偏向。比如鼻音和流音，Chomsky 和 Halle ( 1968 ) 认为二者
的区别只在元音性的不同，鼻音是“－元音性”，流音是 “+元音性”，但丁邦新认为汉语鼻音
和流音属于自然的一类，下江官话常常把 ［n］［l］混而为一。从隋唐中古音到国语的声调演变
中，鼻音和流音的行为总是一致的。“次浊”就是鼻音和流音，等韵学家已经把他们归为自然的
一类，在声调的演变上有一致的方向，和清音或全浊音的演变并不相同。鼻音和流音基本上都是
响亮音 ( sonorant) ，用“音节性”代替 “元音性”，鼻音和流音该是完全相同的一类。所以，
Chomsky和 Halle的观点与汉语的现象不合。［32］丁邦新 《平仄新考》则以考据见长，除了引用大
家熟悉的《悉昙藏》文献之外，还补充了日本了尊《悉昙论略图抄》 ( 《大藏经》“悉昙部”84
册 653 － 714 页，作于 1287 年) 和日本净严 《三密抄》 ( 《大藏经》 “悉昙部”84 册 715 － 810
页，作于 1682—1684 之间) 的两则资料。在翔实的文献基础上，丁氏认为中古平仄声的区别在
于平调和非平调。平调指平声，非平调包括上、去、入三声。其中，上声是高升调，去声大约是
中降调，入声是短促调。中国文学中的平仄声对立就是平调和非平调的对立。“平平仄仄”不是
“轻重律”、“长短律”或 “高低律”，而是 “平仄律”。［33］理论与考据结合，而不是明显地偏向
哪一种研究模式，突破文献视野的局限，达到了新的研究境地。
不过，在台湾希图从理论上实现汉语音韵学 “思维模式”有所转变的也大有人在，如萧宇

超就具有明确的当代汉语音韵学国际观。萧宇超极力推崇当代西方形式音韵理论，并认为形式音
韵理论在整个汉语音韵学研究领域中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观察是，近五十年来各种形式
理论不断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带动音韵研究的主流。形式音韵理论，比如 “衍生音韵学”
( Generative Phonology) ，就涉及词汇音韵学、韵律结构、派生音韵规则等内容与现代台湾流行的
汉语音韵学研究范畴大不一样。他力主汉语音韵学与其他学门整合，比如音韵与构词、句法、语
音、心理语言、语言习得、方言变异、计算机语言等跨学门研究，涉及音韵与构词研究、跨音韵
与句法、跨音韵与语音、跨音韵与心理语言、跨音韵与语言习得、跨音韵与方言变异、跨音韵与
计算机语言等，面目皆非。［34］这在台湾，只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倾向，也许真的会成为多数汉语音
韵学学者研究的主攻方向的。就现在看来，萧宇超所说的当代国际主流汉语音韵学，术语体系与
现代汉语音韵学分离太大，不容易全面对应，很难融合在一起。
回顾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思考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的未来，是不是能带给我们以新的收

获和启示呢? 这是我们“解构”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目的之一，希望关心中国和世界汉语音韵
学未来命运的读者能够予以充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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